1、 目的：

美東時間2003年3月19日晚間10時16分，布希總統
透過電視螢幕發表全國演說，正式宣布對伊拉克開戰。美、英聯軍採取大規模的「震撼與威懾」（shock and awe）軍事戰略，對伊拉克海珊總統進行「斬首行動」（decapitation），正式揭開第2次美伊戰爭（或稱2次波斯灣戰爭）序幕，全球輿論譁然，更為21世紀世界歷史劃下新頁。

布希政府並未取得聯合國安理會之授權，亦不顧國際社會強烈的反對聲浪，片面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毅然與英國、西班牙等少數「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willing），展開「先發制人」（ preemptive）的戰術。美國政府一意孤行，缺乏出兵之「正當性」，漠視全球高漲的反戰聲浪
，並被德、法等國批評為奉行「單邊主義」，在國際上史無前例。但此種策略與布希「911」後之國家安全觀卻極為吻合，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所發動的「自殺性」攻擊已留給布希政府無法抹滅的印記，並重新界定布希政府之外交與軍事策略。

回溯2001年9月，當時的布希政府面臨接踵而來的難題，諸如國內經濟衰退、恩隆案醜聞、國際間對美國實行單邊主義的大肆抨擊等，讓在2000年總統選舉時因全國得票數較高爾少54萬票、而被評為缺乏「充分授權」（mandate）的小布希政府疲於應付。根據當時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小布希前8個月的施政滿意度只有51%，位居近半世紀來新任總統前八個月施政滿意度排名倒數第2，僅次於因特赦尼克森而敬陪末座的福特總統。然而，「911事件」扭轉了整個局勢，同時也為布希四年執政的政績增添許多爭議。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911事件」發生不久，布希的施政滿意度高達90%，成為有民調紀錄以來最受歡迎的美國總統。

在布希眼中，恐怖攻擊不再只是一種犯罪行為，以賓拉登為首的回教激進份子在美國本土發動的自殺性攻擊等同對美國宣戰。「911」過後不久，布希在一次對國會的演說中，以堅定的語氣向全世界的領導人喊話指出：「你們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邊」（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 are with the terrorists.），定位了布希「非善即惡」、「非友即敵」的二分法世界觀及美國迎戰恐怖組織絕不妥協的決心。

伊拉克戰爭前夕，美國國內主戰派者認為，美國是代表正義的一方，為防止另一個「911」再度發生，推翻海珊政權具有正當性。華府認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1441號決議已授權盟軍在必要時出兵，因此即使在德、法、俄等大國的強力阻撓下，美國仍可聯合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達成目標，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亦不惜獨自行動。另外，布希政府內新保守派勢力擡頭，主張善用美國的軍事霸權（military hegemony），對所謂「流氓國家」（rogue states）進行「政權轉移」（regime change），至此，戰事已如箭在弦上。

很顯然地，受到「911事件」的衝擊，布希團隊不惜揚棄柯林頓時代遵循「多邊機制」及「聯合國」、「北約」等國際體系解決國際爭端的作法
。另一方面，「聯合國」功能不彰，各國為了自身利益相互叫陣，無意協商，讓這個成立已半個多世紀、功能複雜的國際組織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威信」危機。

從未曾有過一次戰爭像二次美伊戰爭受到全球媒體如此大篇幅的報導與重視，而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所展開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亦是前所未見。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伊拉克戰爭更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陣營在各項辯論、造勢活動與競選文宣的攻防主題。有評論家認為，任何一方如果能抓住此議題好好發揮，獲得選民認同，勝選機率將大增，足見此役對美國國內政治影響至鉅。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強國家，未來4年是否繼續由強勢的「布希主義」
引領風騷，抑或回復民主黨較溫和的集體主體路線，將對世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研究報告之目的，係為了解美國在此次對伊作戰之新聞聯繫（文宣）與公關作法（公共外交）
之策略及其優缺點，俾作為我國在辦理新聞文宣工作之參考。本報告所探討之期間主要以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至布希總統2003年5月1日宣布戰爭落幕為止。至於美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如何處理撤軍、伊拉克戰後重建、還政於伊拉克人民之作法，則不在報告討論範圍內。

2、 過程

1、 研習地點：為充分善用此次進修機會，筆者特別選擇學術聲譽卓著，學風鼎盛的哈佛大學作為專題研究所在地，並申獲哈佛「文理學院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簡稱GSAS）同意，於本（2004）年春季以「政府系」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
的身份，在該校進修。
哈佛大學成立於1636年，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該校共設有文理、商業管理、設計、牙科醫學、神學、教育、法學、醫學、公共衛生以及甘迺迪政府學院等10個研究學院，各學院與研究中心均具有相當自主性與獨立性。哈佛全校約有2萬名學生，其中有6600名大學部學生；其校園佔地約500英畝，每年經費高達20億美元。全校共有100多個圖書館，藏書約1400萬冊，為全世界大學之最。哈佛的學生來自美國各地及全世球100多個國家，畢業校友中有6人先後當選美國總統，另有許多傑出的文學家與科學家。

2、 研習活動：此次專題研究可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在哈佛大學選修相關課程及蒐集資料，由於此次專題研究主題與美國外交政策之擬定與執行有極密切關係，是以筆者特別選修「美國外交政策理論」（Theorie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以及「美國總統職權」（The American Presidency）兩門課。並利用課餘時間，善用哈佛各學院間之資料，積極參與多項校內座談會、演講會
及讀書會等。第二部分是於6月中學期結束後，以2個星期的時間分別前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華府「美國之音」等單位參訪，與美國政府官員及智庫人士晤談，訪談重點將於本報告後段另述。

3、 參訪機構簡介：

（1） 哥倫比亞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於1754年，原名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一度關閉，1784年改名為哥倫比亞學院，1912年採用現名。

該校下設哥倫比亞學院（只招收男生），工程應用科學、普通學科、法學、醫學、圖書館管理、牙科與口腔外科、國際事務、社會工作、藝術、外國法與比較法等學院；此外，另設有文理、建築與規劃、商業、新聞學等研究所，以及巴納德學院（只招收女生）與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只收大學本科畢業生）兩所在行政管理與財政均獨立自主的附屬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設有東亞、歐洲、俄羅斯、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以色列和猶太、共產主義事務、航空飛行、人類營養、城市發展等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該校圖書館藏書約500萬冊。該校注重教學品質，教師陣容堅強，實行小班授課，並且非常重視學生的外語學習課程，開設71種外語課，是美國教授外語種類最多的一所大學。學校培養了不少知名人士，該校曾獲頒諾貝爾獎的有物理學家米肯利（1923）、化學家蘭米爾（1932）、生物學家摩爾根（1933）等9人。

協助安排筆者此次參訪行程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任教於哥大政治系逾30年，是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渠精通中文，研究專長主要為中國政治及外交政策，相關著作甚豐，包括「現代中國的人權」（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國的危機」（China’s Crisis）、「中國的轉變」（China’s Transition）及最為人熟知的「天安門報告」（Tiananmen Paper）等。渠目前致力與亞洲的學者合作，期透過調查及訪問等研究方式探討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其他亞洲國家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活動的情形。

（2）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是由美國政府撥款補助
的國際多媒體廣播服務，其前身為1941年成立的「美國對外新聞服務處」（US Foreign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FIS），首任處長為施伍德（Robert Sherwood）。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及德國正式向美國宣戰後，施氏益加積極部署美國的國際傳播事宜。1942年2月24日，FIS藉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中波及長波發射機設備第1次向歐洲廣播，當時播音員海爾（William Harlan Hale）以德語開場：「美國之音在此發聲。」（“Here speaks a voice from America.”）自此，FIS所有播音節目均延用海爾的開場白，亦是其今日名稱的由來。

「美國之音」總部設於華府，現有1190名員工，以中、英、法、西、泰、韓、印尼、土耳其語等44種語言，透過廣播、衛星電視及網際網路，每週對全球9600萬閱聽眾，播出1000個小時的新聞性、資訊性、教育性及音樂性節目，另根據規定，「美國之音」每天亦須播出一則「社論」，以闡揚美國政府政策。

「美國之音」原則上務求所製播的新聞性節目符合正確與客觀原則，並期許美國「以身作則」（lead by example）來影響其他國家。該台在美國國內有20位特派記者，另有21位全球特派員，以及100位自由投稿人，全天候提供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地發生的新聞報導。

「美國之音」1994年以衛星傳送第1個電視節目「中國論壇電視」（China Forum TV），從此邁入衛星電視的新里程。1996年，在全新的電視攝影棚竣工後，「美國之音」得以同時透過電視及廣播向海外發聲；此外，隨著網路科技日新月異，該台亦逐日將節目影音檔上掛其網頁，並以電郵派送方式，努力穿透某些國家（尤其是中共當局）對其播音內容的封鎖。

「美國之音」每年須接受國會與國務院的審核，以決定每種語言獲配之補助金額。該台現已逐漸減少對東歐的播音，而大幅增加對中東阿拉伯國家之播音節目。

4、 訪談紀要：筆者在哈佛大學學期結束後，前往紐約與華府訪問，與受訪者做面對面的直接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主任黎安友、「美國國際廣播局」專員Joan Mower、「美國之音」新聞部主任Andre de Nesnera、近東部門主任Ismail M. Dahiyat、「美國之音電視」記者Deborah Block、「自由亞洲之聲」公關部主任Sarah Jackson-Han、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John C. Hulsman、美國國防部現任主管公共事務副助理部長（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ublic Affairs）布萊恩‧惠特曼（Bryan Whitman）、前任國防部主管公共事務助理部長兼發言人（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ublic Affairs）維多莉亞‧克拉克（Victoria Clarke）及其前任肯‧貝肯（Ken Bacon）等人。渠等對美國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及在二次美伊戰爭期間的文宣工作均有獨到見解，且有部分受訪對象更親身參與相關計畫（如國防部「隨軍採訪」計畫）之運作，並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相當難得。其中最能為筆者此次專題研究計畫加分的是，能夠與國防部專責「隨軍採訪計畫」的官員對談，瞭解該計畫之制訂與執行過程，真是不虛此行。謹將其中最重要、最具參考價值的訪談要點摘錄如下：

· 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
（1） 對一任美國總統而言，不管他們在成為總統前所持的立場為何，中國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永遠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國最不願見到的是台灣海峽發生戰火，華府目前忙於總統大選，很希望兩岸均能自我克制。

（2） 陳水扁總統最成功的策略是放棄原來所堅持的外交主張，而儘量做為一位溫和派，此一策略非常成功。

（3） 台灣對美國的公共外交：台灣方面必須指出台灣認同議題的重要性、為何中華民國不能與中國統一，此是無法僅透過刊播廣告即可達成目的，而須經由雙方官員或學者間當面溝通說明，以增進彼此瞭解。

（4） 台灣方面宜多向美國國會議員下功夫，因為美國行政當局只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上面，國會議員不會一面倒向中國大陸。

（5） 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應繼續贊助國際學術研究，讓台灣的學者與不同國家的學者建立關係，增進彼此瞭解；此外，台灣應加強補助美國學術單位的研討會或座談會活動，以吸引除了美國以外的國際學生對台灣議題產生興趣。

（6） 赴美訪問的台灣政府官員如欲有效傳達其訊息，應少用外交辭令，儘量以懇切的言語與美方人員進行意見交流，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

· 美國國防部前任助理部長維多莉亞‧克拉克及現任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布萊恩‧惠特曼說明「隨軍採訪」（embedded）計畫之籌辦及運作過程：

「隨軍採訪」的做法可追溯到美國內戰時期，早期由於科技不甚發達，故實施上的困難度較高。針對二次美伊戰爭所設計的「隨軍採訪」計畫，美國國防部在2002年秋天開始擬定對伊作戰計畫時，即已有此構想。國防部長倫斯斐當時在主持各項會議時，均邀請五角大廈中負責文宣與公關的人員參與，讓渠等瞭解作戰時程，俾配合軍事行動策劃配套文宣。

美國國防部採用「隨軍採訪」文宣策略之動機有二：其一是因為人民愈瞭解軍隊裡發生的事，愈能給予軍隊支持，在獲得充分的支持後，美軍將愈快取得勝利；其二為順應時勢所需，由於伊拉克新聞部長擅長欺騙，刻意散佈錯誤訊息，美國擔心伊拉克的卑劣手法可能造成阿拉伯國家的暴動，甚至一些回教國家政權垮台，故採取資訊公開、透明化的作法，讓具有公信力的隨軍採訪記者來拆穿海珊政權的謊言，並避免中東地區發生動亂。

「隨軍採訪」計畫是結合龐大的人力、物力及現代科技而成，其後勤作業極為細密、複雜。承辦人員必須事先將所有可能出錯的情況列出並設想因應對策，以備於意外事故發生時，能迅速、妥善處理。總之，周延、縝密的計畫加上對突發狀況的掌握，是計畫得以順利執行的要素。 

國防部在採取此種做法前，必須考慮到如何確保軍事行動的安全以及如何兼顧記者的公正性。為了滿足雙方的需求，國防部在事前便積極與新聞媒體溝通，制訂新聞採訪的「基本守則」（ground rules），規範新聞媒體不可報導即將進行的行動以及所作報導不可造成傷亡等規定。

國防部另須考慮整個流程的設計，以及採訪單位的分配。為避免予人國防部操控採訪人選的印象，國防部直接和新聞媒體（如報社、電視台、廣播電台）的主管聯繫，由新聞主管指派隨軍採訪的記者人選和相關採訪事宜，讓採訪指派作業單純且集中化。

由於此計畫是由五角大廈的文人和媒體決策階層共同合作，故必須先了解各種部隊主、客觀形勢，評估各單位可接受之採訪記者人數、考量新聞媒體屬性，確保新聞媒體在軍事行動開始時已就正確位置待命等種種環節，俾能將事件全貌完整呈現。

美國國防部在決定國內記者和外國記者的分配比例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提供美國民眾戰事進行的全貌，因美國民眾最有權了解美軍的行動，故決定將70%的記者證發給國內媒體（其中約10%的採訪證是發給地方記者），另30%則為國際媒體。

儘管美國國防部並未硬性規定所有隨軍採訪記者均須參加為期1週的「戰地營訓練」（Boot Camp Training），但此種集訓協助記者熟悉戰地可能發生的情況，亦讓軍方對記者的反應能力更有信心。惟囿於時間，國防部此次無法對所有記者提供此一訓練。

部署時機是計畫中重要的一環，美國國防部經與媒體充分磋商後決定可行的記者報到時間。為恐太早指派隨軍採訪記者到位，致造成媒體過多的經濟負擔，但亦不能輕易透露駐軍的時間表，故時間點的拿捏必得謹慎為之。

美軍共提供了920個隨軍採訪的記者名額，計收到775人報名，至開戰期間約有500位記者隨軍採訪。實際參與人數較預期少的原因在於，有些軍事單位並非在戰爭一開始就允許記者隨軍；其次是新聞媒體沒有足夠的人力參與採訪任務；第三是因為部分盟國限制記者實地採訪或禁止特定媒體採訪。截至2004年6月24日，仍有38名隨軍採訪記者留在伊拉克，九名記者留在阿富汗採訪。

據統計，二次美伊戰爭時有高達2000多位獨立採訪者（unilaterals），國防部把這些人視作戰場上的平民，如果渠等的採訪活動可能危及軍事行動，則軍方會設法予以驅趕，否則，不會去干擾渠等工作。

對國防部「隨軍採訪」計畫之自我評估：

· 媒體和軍隊在互不干擾、彼此尊重的情況下，可各自達成任務，深受雙方肯定。

· 在執行時必須很小心，以免把情報透露給敵人，或甚至未能在媒體之前把傷亡的情況先行通知家屬。

· 在辦理類似計畫時，似可調整本國記者與外國記者所佔的比例，即增加外國記者的比例，因為透過國際媒體報導，可累積友好的輿論，讓國際社會對戰況有較全面的認識。惟每個國家的記者素養與專業訓練不同，恐有磨擦產生，故較適當的做法是增加「隨軍採訪記者」的總數。

· 鑒於「隨軍採訪」成功地反制伊拉克的新聞戰，美國國防部未來可能會再次運用，但是不會把此次作法做為日後辦理的範本，完全照抄。因為未來衝突的本質不見得與2003年的情況類似，而科技進步水準以及衝突所在地均有不同，故須另外量身定做。

「隨軍採訪」僅是對伊戰爭文宣策略之一環，國防部整體的文宣作法包括： 

（1） 舉行簡報：由國防部、華府、卡達以及盟國在適當的時機向新聞界簡報，以此次戰役為例，其中約65%的簡報會係為美國國內媒體所舉辦，另35%係為國外媒體所舉辦。

（2） 取得空中電波（air wave）：由聯軍控制下的電波發送消息，防堵伊拉克政府散播不實報導；而除了提供有關戰事的進展外，亦說明發動戰爭的理由，以安撫民心。

（3） 心理戰：大量空投傳單，一方面勸誘伊軍投誠，一方面警告勿使用化學武器等。

（4） 建置網頁：隨時透過網際網路，告知最新戰況，爭取民眾支持。

克拉克女士對美國無法取得國際間對其動武之支持，提出下列分析看法：

（1） 美國位居世界超強的事實，引起無可避免的緊張與嫉妒。

（2） 未獲聯合國授權，違反集體意志，缺乏動武的正當性。

（3） 許多國外媒體記者之新聞專業素養不足，未能客觀、忠實地呈現戰爭全貌。

‧「美國之音」隨軍採訪記者Debbie Block：

美國國防部大力推行「隨軍採訪」計畫，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能影響記者的報導角度──多正面報導、少負面報導；參與該計畫的記者對此也心知肚明。但是，隨軍採訪的記者因能近身採訪美軍的作戰行動，故能取得非常寶貴的資訊。較為遺憾的是，「隨軍採訪」記者僅能做片斷式的報導，無法看清整場戰爭的全貌；而且多數記者均側重以美國的觀點來報導相關事件，忽略了其他國家（包括伊拉克）對美軍的看法。

前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克拉克女士的決定普獲肯定，因為「隨軍採訪」對美軍而言是最好的公關。雖然國防部下令要求所有部隊要與「隨軍採訪」記者密切合作，但部分指揮官因不完全相信新聞記者，故未遵照指示提供資訊。「隨軍採訪」記者的要務，是先獲取採訪對象的信任，以便對軍中生活有深刻瞭解。

美國國防部為確保「隨軍採訪」計畫成功，不但耗費鉅資，更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據了解，若干「隨軍採訪」名額乏人問津的原因，並非記者沒有意願，而係該部隊的新聞性不高（例如海軍或後勤補給單位，非處於戰爭前線），媒體認為不符經濟效益。

3、 綜合研析：此次專題研究之主要目的係為瞭解美國在二次美伊戰爭時的公關及新聞文宣策略，但在探討美國的公關及文宣策略之前，不妨先回顧布希政府外交決策形成的時空背景，俾對小布希政府戰時文宣之整體佈局有較全面的認識。

1、 美國外交政策傳統：

傳統上，外交關係學者多以「干預主義對孤立主義」、「多邊主義對單邊主義」、「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三種兩極化的思考模式，來詮釋、定位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外交決策之運作邏輯。一直到了2002年，由紐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密得（Robert Russell Mead）所撰題為「特別的天意」（Special Providence）一書出版後，方才改變了此種以兩極化理論分析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

密德以美國歷史上4位風格、理念獨具特色的政治人物，代表4個美國外交政策學派，分別是醉心追求美國海外商業利益的漢彌爾頓派（Hamiltonian）、確保美國國內利益的傑克遜派（Jacksonian）、主張美國應以身作則去影響他人的傑佛遜派（Jeffersonian）以及堅決向外散播美式價值與民主機制的威爾遜派（Wilsonian）。

該書完全以美國人的角度詮釋美國政府採行的外交策略，與「歐陸現實主義傳統」
（Continental Realism Tradition）專講「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主張截然不同。密德所提出的見解深獲美國學術界歡迎，亦在美國政界及新聞界引起極大迴響。然而，「特別的天意」一書係於「911事件」發生前定稿，雖然密德很倉促地在書末強調這4種學派於指引美國外交走向時，仍舊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但「911事件」代表著對美國安全的一種新的威脅及一種新型的戰爭，從2002年布希政府所發表的國家政策白皮書、以及布希2003年發動的二次美伊戰爭的舉動可以窺見，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已進入一種全新的局面－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 簡稱Neo-con）勢力擡頭，此派人士不僅強勢主導布希的外交政策，更是二次美伊戰爭的幕後推手。

2、 保守派勢力的崛起歷程

新保守派由來已久，他們所採取的外交策略一開始並不具有影響力，在「911」之前，布希政府裡的保守派尚未能發揮對政策的影響力。但是新保守派的外交策略在「911」後深受重用，全力擘劃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別是針對中東地區的政策。渠等外交政策的主張並不符合密德所提出的四種傳統，新保守派分子關心的不是美國的利益或美國的價值觀，渠等在乎的是美國如何維持其超強的霸權地位。

美國在1991年第一次美伊戰爭所展現的武器優勢，激發了新一代的新保守派，渠等主張美國外交政策應善用軍事優勢，以便在盟國中穩居領導地位，並可隨時對付潛在的敵人。一批以伍佛維茲（時為國防部官員）為首的「霸權式新保守派」（hegemonic neo-conservatives）在1992年老布希政府時代行將結束之際，草擬了一套維繫美國全球優勢的策略指導方針，後因其內容被「紐約時報」批露，一時之間反對者群起圍攻，老布希政府否認美國將採取該項策略，徹底劃清與新保守派的界線。隨著柯林頓上台，人們以為這群「霸權式新保守派」將自此銷聲匿跡。

當小布希在2000年當選總統時，一開始並沒有人預期「霸權式新保守派」在新政府裡會有任何影響力。畢竟，擔任布希外交政策要職的人，多是一些冷戰時期的漢彌爾頓派人士，這些8年前於老布希擔任總統時的舊官員，包括副總統錢尼（曾任老布希的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萊斯（老布希時代國家安全會議蘇聯專家）、國防部長倫斯斐（福特總統的國防部長）以及傾向威爾遜派甚至是傑佛遜派路線國務卿鮑爾（老布希的參謀總長）等回鍋的政治人物均非窮兵黷武之輩，而且和力主發揮美國超強軍力以確保美國主控權的「霸權式新保守派」並無任何關聯。

布希政府內的「霸權式新保守派」核心人物包括國防部次長伍佛維茲、國防部副部長費斯（Douglas Feith）、國防部政策顧問沛若（Richard Perle）、國安會成員亞布拉罕（Elliott Abrams）、副總統辦公室幕僚長利比（Louis Libby）等，渠等多屬內閣中第二級或第三級的位階，在高達3000多名政治任命的美國行政部門裡，尚不足以成為主流勢力。

「911事件」發生之初，布希政府內權力消長並未立即顯現。在「911事件」後不久，鴿派的國務卿鮑爾仍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建議應先建立區域性及全球性的外交同盟，美國必須獲得巴基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合作，以及各國的支持，才得以成功推翻阿富汗的塔立班政權，布希聽從了鮑爾的建議。因此在阿富汗一役，鮑爾身負維繫盟國支持的領導角色，而以鮑爾的豐富歷練，亦不負布希所託。

相對於鮑爾在外交上的運籌帷幄，國防部長倫斯斐的權力在「911」之後並未急劇昇高。「911攻擊」發生後4天，布希在大衛營召開緊急會議，倫斯斐與其副手伍佛維茲向布希建言，指出當時是攻伊的最佳時機，結果遭鮑爾與當時的參謀總長薛爾頓（Hugh Shelton）聯手反對，鮑爾明白指出，當時如果馬上攻打伊拉克，將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此一來，定會破壞美國為確保阿富汗戰爭勝利，而辛苦建立起來的同盟。

事實上，在阿富汗戰爭裡角色最吃重的政府部門是「中央情報局」，而非國防部。中情局多年來與阿富汗的反抗軍領袖維持緊密關係，並提供金援予一心想要推翻塔立班政權的「北方聯盟」（Northern Alliance）。2001年9月17日，布希總統授權中情局放手一搏時，中情局輔助部隊率先登陸並與「北方聯盟」併肩推翻塔立班政權，倫斯斐與國防部裡的新保守派深感未受重用。

新保守派勢力急劇攀升的轉捩點有二，其一為美軍在阿富汗戰役中，以勢如破竹之姿輕易且快速地取得勝利。其次為美國高科技武器系統在戰場上的優越表現，美軍發射的衛星導航炸彈可以非常精準地炸毀敵人目標，卻不會造成美軍及平民的重大傷亡。美國武器系統的精良表現，讓國防部裡的文人信心倍增且大膽推測，另一場針對海珊的「政權改變」戰爭同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勝利在望。

基於上述原因，布希政府內以副總統錢尼及國防部長倫斯斐為主的鷹派分子深受鼓舞，力主一併剷除伊拉克的海珊政權。另一以國務卿鮑爾為主的鴿派分子，則擔心軍事戰爭將面臨的國際困境，鮑爾認為迫使伊拉克進行「政權改變」的最好辦法是採取「圍堵政策」。錢尼等認為奉行「鮑爾主義」
反而會讓世人以為是一種懦弱的表現，在雙方各自較勁下，布希最後站在錢尼與倫斯斐那一邊，終使得美伊戰爭勢在必行。從伍德華（Bob Woodward）所著「攻擊計畫」（Plan of Attack）一書中，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當阿富汗戰爭行將告一段落之際，布希於2001年11月21日在一次「國家安全會議」中，私下指示倫斯斐著手進行剷除海珊政權的戰爭部署計畫，當時不只國務卿鮑爾，連國家安全顧問萊斯亦毫無所悉。

三、對伊戰爭決策之主導人物

布希總統態度的轉變，並非來自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的影響，而是副總統錢尼的堅持。錢尼在歷經「911」恐怖攻擊後，對國家安全的看法徹底改變。「911」事發後，錢尼獨自一人處在隱密的地下室中思索如何保護美國日後免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錢尼不但用心鑽研可蘭經，並且邀請新保守派的知識菁英向他簡報回教國家對美國仇恨的肇因，以及美國該如何保有西方強權以對抗阿拉伯世界的解方。錢尼堅信海珊在「911」之前即與凱達組織掛鉤，故要求中情局全力找出兩者勾結的證據；另外，錢尼更在國防部裡成立一個任務編組，致力蒐集海珊與凱達狼狽為奸的物證。錢尼憂心海珊會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交給賓拉登用來對付美國人，因此，2001年11月時，錢尼成為布希政府中支持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改變」最力、層級最高的決策者。

錢尼以副總統的身分，強力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情形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二次美伊戰爭的爆發，本質上是錢尼與倫斯斐兩人合作的結果，而此二人之所以能夠有絕佳默契，併肩作戰，肇因於：

（1） 錢尼與倫斯斐在尼克森政府時代即曾共事，倫斯斐是當時最年輕的國防部長，錢尼則是倫斯斐的副手，兩人於公於私均交情匪淺。雙方之前所培養的合作默契及長期的友誼基礎，促使渠等在布希政府關係更加緊密。

（2） 錢尼與倫斯斐底下有一群堅決主戰的新保守派為他們策劃，特別是在國防部裡有一大票新保守派分子，例如伍佛維茲、費斯、沛洛等；此外，錢尼的幕僚長利比、副國家安全顧問海德利（Steve Hadley）兩人亦是新保守派的成員。

（3） 錢尼早年擔任國會議員、任職行政部門以及離開政府後經營企業的豐富閱歷，讓布希總統對其倚賴甚重，並且極為尊重錢尼的意見，此由錢尼是第一位獲准參與「首長委員會」（Principals Committee）
的副總統，可見其受布希重視的程度。布希團隊的外交政策制訂模式和以往任何一個政府截然不同，其最特別之處在於副總統和國防部長很強勢。錢尼以副總統的身分，出線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從歷任副總統所被賦予的任務來看，美國副總統職位充其量只是一個點綴的角色，渠等經常代表總統出席一些象徵性的官方典禮，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並無置喙餘地。事實上，有人笑稱，多數的副總統在任內所接觸到的世界領袖逝世的比活著的多。

四、美國戰時新聞聯繫策略分析：

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陸進行地如火如荼之際，美國社會間充斥著冷漠心態度與反戰聲浪，美國戰時新聞文宣之父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
於1917年說服威爾遜總統創設「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簡稱CPI），一個由當時說服及文宣專家（成員包括新聞學大師立普曼與公共關係學鼻祖伯納斯）所組成的智囊團，其任務是運用配套文宣作為，諸如報紙、廣播、電影、電報、海報、總統演說稿分發以及培訓志願演講人等方式，以凝聚美國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威爾遜採用了克里爾的建議，將美國介入一次世界大選定位為為了堅持理想與價值觀而戰，而非為了佔領土地及資源加入戰爭。換句話說，美國的文宣策士深知，一個經過縝密設計、完整配套作為的文宣計畫，如果運用得當，將很快獲取大眾的支持。不僅在一次大戰如此、第二次大戰、「911」後的反恐戰爭、甚至最近的伊拉克戰爭，均是師承克里爾在1917年時所奠定的基礎，以爭取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二次美伊戰爭前夕，為取得國內民眾支持出兵，布希政府在戰前即已擬定配套文宣計畫，大力向美國人民推銷戰爭的必要性，其作法大致可歸納為：

（1） 形塑攻伊言論環境： 

1. 宣稱伊國擁有大規模滅性武器且與恐怖組織過從甚密：布希總統2002年1月29日在其國情諮文演說中，將伊拉克、伊朗及北韓歸類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稱渠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為說服民眾支持美國的對伊政策，華府官員不斷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海珊政權與凱達恐怖組織掛鉤等說詞，強化出兵的正當性與急迫性。

2. 取得美國國會的授權，塑造行政與立法部門站在同一陣線的印象：2002年9月國會開議之初，白宮即邀請國會兩黨領袖聽取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以及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有關伊拉克的簡報。同年10月10日及11日，美國眾議院及參議院分別以壓到性的票數通過決議，授權布希總統出兵攻打伊拉克。

3. 政府高層全力為政策辯護：布希、錢尼、萊斯、鮑爾以及倫斯斐等高層人士，自2002年8月下旬起，不斷透過演講、接受訪問、投登專文、赴聯合國報告及召開記者會等方式，說明出兵的必要性，期凝聚輿論及民意支持。特別是自2003年1月起至3月19日戰爭前夕，相關官員更密集發表攻伊的言論，正告世人開戰已勢在必行。其中包括：

· 國家安全顧問萊斯2003年1月23日於「紐約時報」發表專文，回應外界對布希政府似乎急於對伊拉克動武的疑慮。文中指責海珊政府視武檢為兒戲，不但不願配合聯合國武檢人員的檢查工作，反而提供偽造的聲明，極盡說謊之能事。

· 國防部副部長伍佛維茲2003年1月23日在紐約「外交關係協會」指出，海珊刻意隱藏武器，不動用武力無法迫其繳械。

· 國務卿鮑爾2003年1月26日於華府表示，美國將耐心、審慎尋求盟國協助。但必要時，美國將獨自行動，以迫使伊拉克放棄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危害世人。

· 布希於2003年1月29日國情諮文中，重申推翻海珊政權的迫切性，並將反恐戰爭與對抗伊拉克劃上等號，企圖說服美國人民除了全力一戰外，已別無選擇。

· 國務卿鮑爾2003年2月5日赴聯合國安理會報告，堅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 布希總統2003年2月26日在華府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演說，勾勒「民主伊拉克與和平中東」的遠景，承諾除掉海珊後，將可逐步帶領中東地區邁入「進步與自由」的時代。

· 布希總統3月6日晚間在白宮舉行記者會，宣稱伊拉克迄仍未銷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且海珊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已構成「直接威脅」， 明白表示無論是否獲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授權，美國都將對伊拉克動武。
以上最關鍵的是，鮑爾2003年2月5日向聯合國安理會所作報告，鮑爾透過衛星照片、截聽電話紀錄、投誠者口供、秘密情報等資料，指出伊拉克藏匿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阻撓聯合國武檢，已嚴重違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鮑爾在聯大報告後，美政府內部、國會、一般輿論及國外盟邦之反戰聲浪均有下降趨勢。另根據蓋洛普民調，支持對伊動武的美國民眾已高達58%，遠高於1991年波灣戰爭前夕的46%。「ABC電視台」及「華盛頓郵報」的民調結果更顯示，即使不經聯合國同意，仍有半數美國人同意對伊動武。

4. 利用公屬性媒體加強對中東宣傳：「美國之音」大幅增加阿拉伯語、晤魯都語等中東地區語言節目的播音時間。

5. 與民間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除了政府高層再三重申戰爭的必要性之外，華府官員更透過民間組織「解放伊拉克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Iraq, CLI）
加重文宣力度。CLI成員主動聯繫新聞記者、與媒體高層及社論主編餐敘、巡迴演講、投登專文並且接受專訪等，大談出兵的急切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國務院亦藉由「伊拉克公共外交團體」（Iraq Public Diplomacy Group）進行剷除海珊政權的宣傳，國務院官員甚至為該團體成員開設媒體訓練課程，教授渠等在接受談話性節目訪問時之表達方式或在報紙意見版發表專文時應傳遞的訊息內容。

6. 運用智庫人士對輿論之影響力：善用「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近東政策華府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中東論壇」（Middle East Forum）、「哈德遜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及「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e）等主戰智庫與學者專家之權威，鼓吹戰事的不可避免性。

7. 聘請專業公關公司進行媒體操作：由公關公司全力安排名嘴上電視或廣播節目發表言論，並大量在在主流報紙投登文章，以主導輿論市場。

（2） 善用心理戰術：美軍早在發動攻擊前，即利用電子郵件與傳簡訊的方式，向伊拉克官員發出警告；同時，美軍亦招募精通阿拉伯語人員，對伊拉克軍事將領進行心戰喊話，勸誘其棄械投誠。此外，美軍在戰爭前後，於伊拉克境內投擲2000萬份英阿語傳單，除宣揚美軍高科技武器的威力、海珊政權的殘酷不仁外，並告誡伊國軍民勿任意攻擊聯軍部隊。為儘量將訊息傳達予伊拉克人民，美軍架設廣播電台與中繼站，每天對伊拉克境內進行廣播，把美國塑造為解放伊國人民苦難的正義先鋒，期洗刷侵略者的負面印像。

（3） 加強與新聞媒體之互動：

1. 舉行記者會：由華府及其盟國視情況需要，隨時召開記者會，說明美國政策。

2. 設立新聞中心：戰爭即將開打之際，美國國防部斥資150萬美元在卡達的首都杜哈設立新聞中心，每日向新聞媒體簡報最新戰況。

3. 隨軍採訪計畫：美國國防部在戰爭前夕，核發2700張採訪證給全球採訪美伊戰爭的平面與電子媒體記者及相關新聞工作人員，其中2100百名為獨立採訪記者；另約600名為隨軍採訪記者，這些隨軍記者和軍隊一同吃、住、出任務，親身體驗作戰的真實面。

五、美國戰時「公共外交」
策略分析：

1999年10月1日以前，美國「公共外交」的執行，是由前「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Office, 簡稱USIA）負責。「美國新聞總署」成立的時代背景係因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國家和由蘇聯所帶領的共產集團陷入冷戰。1953年，為反制蘇聯共產勢力在全球蔓延，美國艾森豪總統宣布成立一個半獨立的政府機構—「美國新聞總署」，職司海外文宣，以便向世人「訴說美國的故事」（telling America’s story to the world），並宣揚美國尊重民主、愛好和平自由的價值觀。

「美國新聞總署」所採取的作法包括：藉由美國派駐各國的大使館進行文化交流，安排美國著名藝文界人士、影星、運動員至各地表演、演講，邀請各國政、學、文化界與媒體意見領袖訪美，另成立「美國之音」短波向共產國家人民宣傳美國社會的進步繁榮，以爭取外國民眾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

然而，由於「美國新聞總署」是冷戰時期的產物，1990年初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強權，不管在政治、經濟或文化等層面，世上已沒有其他國家可與之匹敵，「美國新聞總署」的存在價值遂屢遭質疑。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赫姆斯（Jesse Helms）即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赫姆斯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廢除已失去其設立精神的「美國新聞總署」；另因該署的一切文宣作為以國外民眾為訴求對象，在美國國內沒有選民基礎
，因此第一位後冷戰時期的美國總統柯林頓以爭取國會同意支付積欠的10億美元聯合國會費作為交換籌碼，同意赫姆斯的提議，於1999年10月1日將「美國新聞總署」併入國務院，並另外成立「國際廣播局」（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Bureau）
督導「美國之音」等海外廣播業務。

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於2000年10月所提出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新聞總署」併入國務院後，原該署人員在國務院內被視作次等成員，而「公共外交」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在「911」之後，「公共外交」又再度獲得美國政府的青睞。

「911」之後，為消除印尼、巴基斯坦等回教國家對美國人民的敵意，眾議員蘭托斯（Tom Lantos）與海德（Henry Hyde）主張美國行政當局應該在「公共外交」領域上多下功夫，故在眾議院推動一項決議，要求國務院將「公共外交」之規劃與執行納入美國外交政策之一環，並且全力透過人造衛星、網際網路、電視及廣播等多元管道提供國外新聞機構介紹美國現況的節目。該項法案除編列預算補助文化交流及培訓國外記者的計畫外，並要求國務院加強製作以中東地區民眾為主的電視節目。

值得注意的是，「911」之後，白宮還特別成立了「全球傳播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簡稱OGC），除整合美國「公共外交」之文宣主軸外，更致力提昇美國的海外形象。根據「倫敦時報」2002年9月17日一篇報導指出，該辦公室初期計劃投入200萬美元的經費，運用廣告技巧，在中東地區發動一連串反海珊的公關攻勢。

2001年10月，廣告界名人畢爾斯（Charlotte Beers）女士
被鮑爾任命為國務院主管公共外交政策次卿（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畢爾斯在上任之初曾信心滿滿地表示，「公共外交」將是打擊恐怖主義的一股嶄新力量，同時更明白指出將透過廣告行銷手法將美國塑造成一個愛好自由的「品牌」（branding）。

畢女士將廣告界所熟悉的商業策略與技巧運用在「公共外交」上，經常將「品牌塑造」掛在嘴邊。其所推動的一系列文宣包括，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攝製一套「正義的報酬」（Reward for Justice）海報，提供數百萬美元的破案獎金，以鼓勵民眾提供線索協助美國政府緝拿賓拉登。除了平面海報外，國務院也趕拍了一部「美國回教徒的生活」（Muslim Life in America）影片，配以不同的語言，透過網際網路播放，宣傳回教徒在美國所獲得的尊重與包容。另配合2001年11月回教齋戒月，國務院適時發行了一套印製精美、以美國各地清真寺為主題的海報，大量在回教國家分發。

畢女士一連串的努力並未有效改變回教世界對美國的態度，推出的文宣根本未觸及回教國家對美國偏袒以色列，以及支持如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等獨裁政權的不滿，中東地區的民眾仍然認定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強權。從國務院的文宣品內容來看，其中絕大多數是美國自說自話，完全避談敏感問題，亦忽略了目標群眾的看法與反應。很多中東地區人民認為美國說一套，做一套，使得國務院即使花費鉅資，經由平面、電子及網路文宣等通路大作「公共外交」，但其效益仍舊不彰。

2002年2月蓋洛普發表民調結果強調，在9個回教國家抽樣調查的1萬名受訪者中，多數民眾仍對美國持負面看法。在科威特，只有28%的受訪者對美國持正面看法；摩洛哥則只有22%；甚至美國的盟邦沙烏地阿拉伯，竟只有18%的受訪者對美國有正面看法。2002年4月24日，畢爾斯女士在國會作證時要求國會撥款5億9500萬美元作為改善美國的海外形象之用，伊打算將多數經費用在回教國家的民調上，以深入瞭解阿拉伯世界民眾對美國的態度、看法及意見，以便讓「公共外交」更有效率。而該計畫除了以回教徒佔多數的國家為主外，另將選擇在非洲、印尼、泰國、菲律賓、歐洲、拉丁美洲、蘇俄及前蘇聯共和國等地進行民調。

在2002年秋國會期中選舉的競選期間，畢女士推出了耗資500萬美金的「分享價值觀」（Shared Values）廣告文宣，該支廣告係以一名在美國擔任小學老師的回教徒現身說法，訴說回教徒在美國仍獲得平等對待與保障，完全未因「911事件」而遭到迫害。該支廣告以真人真事的手法攝製，，具有一定說服力，但問題是，短片內容避談核心問題－美國的以色列政策與美國在中東的歷史，故仍無法引起回教民眾的共鳴。

在對中東的國際廣播方面，由於「美國之音」的阿拉伯語廣播無法打入重要的聽眾群，國務院另外撥款成立「薩瓦廣播電台」（Radio Sawa），該台於「911」事件後開播，節目以播放阿拉伯國家流行音樂為主，希望吸引15至30歲間的年輕聽友。該台開播之初，每日約播出4至6小時的新聞節目，至伊拉克戰事爆發時，每天新聞時數增為17小時。美國希望經由「薩瓦廣播電台」改變那些質疑西方國家政策、但不會採取激進手段者的中間聽眾。

2002年12月，在紐約一項「全國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演講中，畢女士承認很難穿透中東或東南亞等回教地區的媒體，伊無奈地指出，要傳遞美國政策的唯一辦法是收購媒體。

儘管畢女士卯足全力，花費鉅資在中東地區進行所謂的「公共外交」，但很顯然地未能有效扭轉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此外，從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反對美英聯軍攻打伊拉克以及全球各地的反戰示威遊行活動來看，美國在全球的「公共外交」，整體而言是失敗的。2003年3月3日，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兩週，畢女士以「個人健康因素」為由辭去職務
。

批評者分析畢爾斯策略失敗的原因在於，「品牌塑造」是單向傳播訊息，未深入瞭解受眾對訊息的接受度及對產品的需求性，因此是行不通的。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美國未用心傾聽他人的評語與建言，一廂情願大談闊論「民主」、「人權」，而在實際的政策操作上卻是赤裸裸地支持中東一些與美國精神背道而馳的非民主國家。事實證明，回教世界的民意主要是受美國的作為所影響，而非其文宣可以左右的。

2003年10月1日，由前任大使Edward Djerejian擔任主席的「向阿拉伯與回教世界進行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發表一份極具批判性的報告，分析美國「公共外交」作法之失敗，並提出具體改進建議，要求行政當局應正視。該報告內容深獲新聞界、國會甚至部分行政官員的認可，進一步印證美國政府也承認在「公共外交」上所面臨的挫敗。

6、 綜合研析：

持平而論，美國在對伊戰爭時對內運用的新聞聯繫策略相當成功，使得布希政府即使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仍獲得過半數美國民眾的支持。其原因包括：

（1） 強調海珊違反聯合國決議：利用聯合國決議向海珊施壓，強調伊拉克不服從聯合國決議，成功獲取國內民眾的支持。

（2） 堅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儘管聯合國武檢小組未發現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簡稱WMD）的證據，但美國官員仍向世人宣稱，美國的情報單位確知伊國確實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且海珊極有可能用來對付美國及其盟邦。

（3） 將海珊與恐怖主義掛鉤：美國堅稱伊拉克藏匿凱達組織成員，不斷強調海珊是邪惡的獨裁者，為確保美國國土安全，白宮不得以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方式。911成為布希政府新聞議題設定中最主要的關鍵點，在經歷「911事件」的震撼與驚嚇，美國民眾期望政府能夠有積極作為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布希將推翻海珊政府與反恐戰爭混為一談，成功地攫獲美國民眾的信任與支持。

（4） 華府自始即設定開戰的時刻表，並取得國會的支持，以製造一種戰爭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情境。由於行政當局對國內民眾的文宣極度成功，支持出兵的民意高漲，且因共和黨是國會中的多數黨，使得國會中民主黨員不願冒違背民意的風險，高舉反戰旗幟。

（5） 布希當局除有效結合攻伊輿論外，並搭配國防部於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隨軍採訪」計畫，隨時提供民眾戰場上的最新消息，由美國民意支持度可證明其國內文宣操作得當。

相對於國內文宣之成功，美國的國際文宣策略或「公共外交」卻是一敗塗地，歸納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1） 除了英國、西班牙等少數國家，許多歐盟成員不但不相信美國所提出攻伊的理由，更不滿華府的強勢作風。

（2） 許多外國政府不認為開戰符合他們本身的利益，不願冒險，但白宮未充分運用外交管道，全力縱橫捭闔。尤其是國務院裡的職業外交官在對伊戰爭中，雖與國防部的看法相左，但其意見不被採納，且對何時開打完全不具影響力，無法阻止國防部的冒進行為。

（3） 美國憑恃軍事超強實力，深知即使沒有盟國協助，亦有把握贏得勝利，布希政府的傲慢心態導致其無心進行對外溝通，而其他國家對此亦心知肚明。

（4） 美國在回教國家及第3世界所進行的「公共外交」策略未能奏效，其問題在於缺乏了解中東地區文化與宗教的專家，且所推出的文宣活動欠缺文化敏感度，未針對觀眾提出的問題作回應，導致中東地區的人民對美國不具好感。

肆、心得

筆者此次赴美進行專題研究，並選定「哈佛大學」作為研究地點，主要係因為素仰哈佛大學之名氣，希望運用名校的豐富資源，增加識見。果然不負所望，進修期間除能一賭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喬瑟夫‧奈伊（Joseph Nye）等大師級學者外之外，更幸運地認識前任國防部次長、現任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翰‧懷特（John P. White）
。經由懷特教授的協助，終能赴美國國防部參訪，謹歸納此次的重要收獲如次：

1、 鑒於美伊戰爭係由美國國防部主導，為了解國防部在衝突爆發前以及戰爭期間所進行之文宣策略，筆者特於本年3月中致函國防部主管公共事務助理部長迪瑞塔（Di Rita），希能有機會與之晤談，惟遲遲未獲該部答復。於是透過懷特教授引介，聯繫曾任柯林頓政府國防部公共事務助理部長兼發言人長達5年的貝肯先生（Kenneth Bacon），透過Ｂ君協助，專訪到負責規劃「隨軍採訪記者」計畫的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克拉克及現任公共事務副助理部長惠特曼，實地了解美國現任及前任國防部官員對第二次美伊戰爭文宣與公共外交政策之看法，其政策執行之時空背景與利弊分析。

2、 筆者在進修期間選住在哈佛文理學院的研究生宿舍，宿舍裡除了美國學生外，更結識來自法國、英國、加拿大、以色列、印度、日本、中國大陸等地之學生。雖然大家課業繁忙，但均能抽空交換對世局的看法，經由筆者的介紹，宿舍裡的外國學生對台灣有初步認識，亦對我國的政經情勢表達興趣，可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共外交」。

3、 透過實地參訪，筆者對「美國之音」的功能有了較進一步的認識。在赴該台參訪前，筆者先入為主的印象認為「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的官方媒體，以傳達美國政策為其要務。但與該台人員深入晤談後，發現原先的認知並不正確。然而儘管對「美國之音」所扮演的角色有了進一步認識，但也發現其內部對「美國之音」的定位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派強調「美國之音」完全遵循新聞從業人員的規範，以提供閱聽人客觀、公正的報導為宗旨，即使在受到行政當局的壓力下，亦不會屈服。另一派人士則認為「美國之音」的最終目的仍在影響傳播對象對美國的態度，贏得國外民眾對美國政策的支持，此派人士坦承，「美國之音」的本質是以宣傳為主，提供資訊只是一種掩護作法，最終目標仍是想影響閱聽人的態度，改變他們對美國的看法。

4、 我國外交處境特殊，美國雖是我國的長期盟友，但兩國無正式外交關係，因此很難透過正常管道與美國政府部門接觸。筆者進入新聞局服務已逾十年，目前從事國際文宣工作，因與新聞局有關之國際文宣業務往來對象多數為學術、智庫及國際媒體人士，甚少有美國國防部人士，故此次藉著哈佛大學的學人身份，得以訪問美國國防部卸任官員，更親赴五角大廈與現任國防部官員晤談近50分鐘，不但深具意義，亦建立與渠等日後互動的基礎，可做為從事對美文宣工作的助力。此同時印證了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司徒秀（Dana Shell Smith）本年9月24日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一場演說中所強調：「人與人間直接的互動終究是無可取代的。」在此更特別呼籲，我政府日後在選送人員出國時，應儘量鼓勵公務員赴著名學術機構進修，因為名校不但可運用的資源充足，更可藉機廣植人脈，此係規模較小的學術單位所無法與之媲美的。

伍、檢討與建議：

大多數政治學者依照美國人民對外交政策之關心程度，將美國民眾區分為3種類型：第1類稱做「外交政策菁英」(the foreign policy elites)，約佔美國總人口數的1%~2%
。這類民眾消息非常靈通，有意願且有管道表達對國際事務以及行政當局外交決策的看法，對美國外交政策極具影響力。美國行政部門中負責涉外事務的官員、國會議員、智庫、學界的專家學者、新聞媒體社論主筆、總編輯、專欄作家、甚至偶爾參與外交決策辯論的民眾等，均可歸為此類型。

第2類為「關心時事者」（the attentive public），此類型民眾約佔美國總人口數的8%~9%，這批人擁有充分的資訊來源，平時注意世界局勢之發展，惟渠等即使對某新聞事件有獨到看法，亦不會採取行動，故對美國外交政策不具影響力。「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主流媒體的讀者，一般多屬此類型。

第3類為「一般大眾」(the mass public)，約佔美國總人口數的90%，這類民眾因資訊不足，且對美國外交政策走向不感興趣，故不具影響力。

易言之，真正參與美國外交政策之制訂，且具有一定影響力者是少數的「外交政策菁英」，這群菁英雖然只佔美國總人口數很低的比例，但因美國擁有近3億的人口，故亦有約3百萬人左右。「外交政策菁英」雖然主導美國外交政策之運作，但並不代表渠等不重視美國民意，實際上，「外交政策菁英」相當在乎其所作決策是否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因此，當察覺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不為大多數國內人民所支持時，「外交政策菁英」會想盡辦法為其政策辯護或試著扭轉民眾的態度。

以二次美伊戰爭為例，2003年元月時，大多數的美國人一開始並不贊成出兵。根據當時的民調統計，56%的受訪民眾認為美國在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之前，不應任意出兵。為此，小布希政府首先試著經由外交途徑，取得安理會的授權，但在法、德、俄等主要國家不肯讓步的情形下，華府隨即啟動文宣機器，包括由極富聲望的國務卿鮑爾親赴聯大作證，批評法、德反對出兵的行為是表裡不一的作法，同時指責歐盟不願加入反恐戰爭是一種懦弱的行為。一般大眾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輕易地受到華府一連串文宣攻勢影響。2003年3月初，美國國內已有高達65%的受訪民眾認為，即使沒有聯合國授權，美國也有權發動攻擊；75%的受訪者更深信聯合國處理未妥善處理伊拉克問題。可見對行政當局而言，豐沛的行政資源與文宣操作技巧，成功地左右了美國民意走勢，並取得預期結果。

政治學者觀察指出，一般大眾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不具影響力，其主因在於他們沒有充分且及時的意見表達管道。美國總統大選4年舉行1次，歷次大選多以經濟﹑教育和社會安全制度等國內議題為主。

今年美國大選或許與以往有些不同，由美國著名研究機構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本年8月公布的民調顯示，自越戰時代以來，今年首次出現總統選舉以外交和國家安全議題為主軸的現象，4成1的受訪民眾認為，美國所面對的最主要問題是戰爭、外交和恐怖主義﹐認為主要問題在經濟或其他國內議題的受訪者各佔2成6。此除了受到「911事件」的影響外，共和黨內的「外交政策菁英」大打「反恐」牌，以及把布希塑造為比柯瑞更能保衛美國國家安全及美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國家領導人有關。

綜上，對我國的對外文宣策略，筆者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善用資源，重點布局：

新聞局職司國際文宣，而美國更是我方文宣工作的重點宣傳國家，囿於我政府相關資源有限，建議我方在推動對美文宣之前，應先了解美國外交政策思維形成之邏輯與實際運作，集中心力加強對真正有影響力的菁英分子溝通，說明我國立場並傾聽渠等看法，在互重與互信的基礎下，提昇雙方的實質交往。

2、 沉穩內斂，以退為進：

一般而言，由於民族性使然，美國社會比較同情弱勢。也因此，筆者所訪談的學者專家（包括黎安友教授與「傳統基金會」豪斯曼博士等）均建議，我國在從事對美文宣時，可採取較低調的作法，不要強出風頭，避免讓美國政府認為我國是「麻煩製造者」。

以往中共當局因人權紀錄迭遭批評，且大肆擴張軍備、威脅區域間和平穩定的窮兵黷武作風，導致在國際間的形象不佳。然而隨著中國大陸近幾年經濟改革與市場開放，且在胡錦濤接班後，喊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各國因利之所趨，逐漸鬆懈了對中共的戒心。據瞭解，中共駐外人員最近也一改先前封閉、官僚的心態，積極與美國各界交好，意圖改變外界對其負面看法。「911」後華府在反恐戰爭及北韓核武議題上亟需北京的協助，如同鮑爾國務卿去年夏天在1場演講中表示，此時的美中關係是自1972年代尼克森訪問大陸以來，最為順暢、熱絡的階段。

黎安友教授向筆者坦言，中共官員與學者近來勤於穿梭於美國政、學、媒界，且所談論的內容不再一面倒地為北京的政策辯護，中方人員勇於主動與美方人員公開辯論並尋求諒解，態度之開放乃前所未有。因此，建議我國應多派政府要員及學者赴美坦誠交換意見，千萬勿以外交辭令敷衍美方人士的關心。

3、 用心傾聽，雙向溝通：

美國中東文宣策略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未用心了解回教民眾對美國政府與社會的想法，一味以強國之姿態，推銷美式價值觀，漠視阿拉伯回教世界的教義及文化特質；再加上所傳達的訊息與其本身政策相互矛盾，致無法取信於民。國務院採用的「品牌塑造」策略，未做好「產品」檢驗，亦忽略了該品牌是否符合「消費者」所需。也因此我方在進行文宣之前，應充分瞭解國外民眾的想法，避免徒靠單向傳播，自說自話，致其效益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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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中所稱布希總統係指美國現任第43任總統George W. Bush，文中稱布希的父親、前總統George H. W. Bush為老布希，以示區分。


� 世界各地主要城市從2003年1月起展開規模空前的反戰遊行示威，尤其是2月15、16日的週末，從倫敦、巴黎、雅典、開羅、雪梨、甚至美國華府、舊金山等合計約有600萬民眾走向街頭，表達對美國出兵的強烈不滿。


�2004年9月6日發行的「時代雜誌」（Time）配合共和黨在紐約市召開黨代表大會之際，以極大篇幅介紹小布希的治國理念，文中指小布希在外交決策上意志堅定、毫不妥協且作風一致，在小布希眼裡，唯有立場堅定，敵人才會退縮。


�「洛杉磯時報」2003年3月18日刊登報導分析，近半世紀來，美國主要依賴「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它國際組織進行外交斡旋，解決與他國間紛爭。然而，美國因二次伊拉克戰爭與聯合國及部分北約盟國公然決裂，已暗示此種國際體制的面臨瓦解的窘境以及新的少數「志願聯盟」時代的來臨，美國從此將更不受國際的約束。副總統錢尼曾宣稱，用來處理20世紀衝突的國際組織與聯盟也許不適合應付當前所面對的威脅。


� 2002年9月，「911事件」後1週年，布希政府公布了一份「國家安全政策」報告，該報告第5章載明了美國採用武力攻擊的策略及目標，即一般所謂的「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其最終目的係為防止敵人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美國、其盟國以及友邦。「布希主義」指出了21世紀最嚴重的三種威脅，包括在全球設有據點的恐怖組織、提供恐怖組織藏匿處所之怯懦政權，以及「流氓國家」。


�私人企業所稱「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 PR)，美國政府部門習慣以「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詞代表。


� 哈佛文理學院提供的非學位計畫（non-degree program）包括「特別學生」（Special Student）及「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兩種，其中「訪問學人」計畫，主要供來自全球的博士班學生於學分修習完後，在哈佛從事資料蒐集或獨立研究工作。「訪問學人」可於徵得授課教授同意後，旁聽GSAS與其他學院的課程，並享有學校圖書館、電腦教室等各項資源。該學院每學期約有來自各國約100名左右的研究學人，筆者為GSAS本年春季班唯一來自灣的研究學人。


�筆者出席多項「甘迺迪政府學院」所舉辦之演講會，其中較重要者如前美國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前國家安全顧問Zbizniew Brzezinski、前美國派赴伊拉克首席武檢David Kay以及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反恐專家Richard Clarke等人之演講。


�二○○四會計年度，美國國款撥一億五千一百美元供「美國之音」廣播及電視播放經費，傳輸及其他技術支援費用尚不包括在內。


�「歐陸現實主義傳統」係歐陸外交政策的核心思維，主張外交政策應由社會菁英分子，而非國會或其他民主機制來主導。這些社會菁英只著重維持國與國間的權力平衡，對國際貿易、和平正義、人權或國際法等漠不關心。渠等在作決策時，不會事先徵詢民意，而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 The Powell Doctrine，意指武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後一種方式，應該在確認動武是基於國家的重大利益，且必須能夠決定性地成功達成軍事目標時所採取的作法。


�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萊斯在「外交事務」月刊上發表的專文中指出，對付海珊最好的方式是「透過圍堵與嚇阻」，萊斯迄今仍抱持著一種冷戰時期的安全策略思維。


�美國政府內閣層級的外交政策會議，參與成員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局長以及參謀總長等。在錢尼之前，從未有過副總統出席該會議。


� 克氏不僅為著名的新聞記者兼主編，更是威爾遜總統的好友。


� CLI為「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簡稱PNAC，由一群新保守派分子於一九九七年所組成的遊說團體，主張美國應對伊拉克採取強硬態度，其成員包括錢尼、利比、伍佛維茲等後來均為小布希政府效命）的副屬機構，CLI成立的宗旨在於成立一個尊重人權的民主政府以取代翻海珊政權，俾增進區域和平、維護政治自由以及保障國際安全。CLI清楚指出，不管聯合國武檢小組是否在伊國境內發現違禁武器，仍堅定要求推翻海珊政府。


�美國政府以「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詞代表民間企業所稱的「公關」或我政府所謂的國際文宣，「公共外交」與透過正式外交手段達成影響他國政策的傳統作法不同，「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藉由文化、學術與資訊交流等方式，增加國外民眾對美國之認識了解。


� 美國國會1948年所通過的”Smith-Mundt Act”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向美國民眾進行文宣。


� IBB直接受由11人組成的「廣播委員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監督，提供「美國之音」、「自由歐洲之聲」、「自由亞洲之聲」、「薩瓦廣播」以及「馬提廣播」（對古巴廣播）等行政、行銷、工程、科技、政策以及節目方面的支援。


� 畢爾斯在廣告界有「麥迪遜大道皇后」的封號，早期靠著成功地替Uncle Ben’s Rice做廣告行銷而在廣告界嶄露頭角，2000年自廣告界退休前，畢爾斯曾擔任過兩家全球排名前10大的廣告公司J. WalterThompson與Ogilvy & Mather(奧美廣告)主管。


� 現任美國國務院主管「公共外交」次卿為2003年12月9日上任的Margaret Tutwiler，T氏曾任布希總統及老布希總統之特別顧問，並曾出任駐摩洛哥大使。


� 事後證實，中情局的情報錯誤。前美國伊拉克武檢小組首席David Kay2004年3月22日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演講中表示，美國發動二次伊拉克戰爭的最大敗筆是引用錯誤的情報，誤以為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 John Paul White於1995至1997年間擔任國防部次長。


� 根據「美國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10月14日，美國總人口數為294,51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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